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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

吳玉山 *

摘　要

今年 (2021) 中國共產黨迎來百歲黨慶，在這一個世紀當中最重大的發展當然就

是中共在 1949 年的建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今日討論中共百年，焦點

自然是在於此一共黨國家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甚至與美國比肩，而成為世界兩

強之一，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本文的重點在於檢視政治學及其相關研究

如何從理論的角度來瞭解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探討中國研究與比較共產主義

之間的關係，指出理論研究經常落於形勢變遷之後，流於解釋已經發生的歷史，而

無法關注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趨勢與未來可能出現的巨變。對於中國的研究，一開始

過於強調其集體性（共產政權），在蘇東巨變之後又相反地強調其特異性（中國國

別研究），或是其一般性（威權政治），而忽視了其區域性（現有共產政權集中於

東亞區域）與貫時性（與歷史共產主義國家的可比性與理論的共通性）。在蘇東共

產政權崩解後式微的比較共產主義在此卻正可以產生重大的學術貢獻，其意義主要

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

案例。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論眼光，將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的理解與未

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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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nnial of the CCP: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Yu-Shan Wu*

Abstract
In 202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elebrates its centennial. The most 

significant landmark along its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s obviously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49. In Taiwan, the focus of our 
discussion naturally falls on how the party-state could continue to exist and develop into 
a superpower that rival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are the prospects of its transition into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how political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study and theorize the politics of mainland China, and explore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communism. It points out that theories in the field 
generally fall behind development on the ground, fail to capture ongoing trend and sense 
the possibilities of monumental changes ahead. They are thus relegated to explaining 
what has happened afterwards.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was originally defined by its 
organizational origins (communist system) without providing an explanation of regime 
dynamism, whil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an communism it 
has become overly concentrated on its uniqueness (Chinese studies), or its general, non-
democratic property (authoritarianism), at the expense of its regional nature (most of the 
existing communist regimes a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its trans-temporal quality 
(commonality and comparability with historical communist regimes). At this point, to 
bring back comparative communism that has been on relative decline since the breakdow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st regimes may serve two purposes: provid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dentify key variables, and offer historical and existing empirical case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will go a long way 
toward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s and assess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party-state.

Keyword:	 Centennial of the CCP, Chinese Studies,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Comparative Communism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Jointly-Appoint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ushanwu@gate.sinica.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1.2.17; Revised: 2021.3.17; Accepted: 2021.3.22

政治學報(71)-01 吳玉山.indd   2政治學報(71)-01 吳玉山.indd   2 2021/6/30   下午 02:53:362021/6/30   下午 0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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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創立於1921年，其背景是在五四運動後，不

少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失望，而嚮往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

蘇聯，因此投入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1時至2021年，中共迎來百年黨慶，在這

一個世紀當中最重大的發展當然就是中共在1949年的建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我們今日討論中共百年，焦點自然是在於此一共黨國家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

展，甚至與美國比肩，而成為世界兩強之一，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

政治學界對於1949年後中國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主要是反映了中國

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變遷。「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 模式是初期的典

範，接續的是各種分裂菁英模式，這反映著從1950到1960年代中共政治的劇烈變

遷。到了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後，又有「第二次革命」之說 (Harding, 1987)。
在這三個時期，對於中共政治的研究，很準確地反映了實際的政治發展。而

且這三類的理論，都是與研究整個共產世界的「比較共產主義」 (comparative 
communism) 理論框架若合符節的。比較共產主義的兩大經驗支柱就是蘇聯與中

國，其理論發展也反映了這兩個主要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變遷。2

然而1989年及其後幾年的巨變，給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領域帶來了巨大的

挑戰。蘇聯與所有歐洲共產主義政權的崩解，使得共產世界的版圖大幅收縮。

中共也遭遇了八九民運的挑戰，顯得岌岌可危。於是比較共產主義研究乃成為

轉型研究，或是後共研究。在20世紀盛極一時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家集團

似乎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只剩下以中國為首的少數幾個殘存者，其未來的命運

也是極為黯淡，不是被預言為將要衰敗崩解，就是會出現政權轉移。由於可進

行比較研究的對象巨幅減少，比較共產主義乃逐漸淡出比較政治的範圍，成為

一個被歷史塵封的領域。3

1 關於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是學術界爭辯的主題（吳玉山，2019；
周玉山，1979；金耀基，1979：463-467；陳國祥，1980；劉晶芳，2009）。周策縱 (Tse-Tsung 
Chow) 在他的名著 The May 4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中便認為

毛澤東誇大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Chow, 1960)。但無可否認的

是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起了重大的催生作用。
2 當然反映著蘇聯與中共的權力對比，蘇聯的發展經驗在比較共產主義的文獻當中占有更

大的比重，不過中共是最為重要的比較案例。
3 在 1980 年代，比較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三大區域：西方民主國家、共產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1989 年後的巨變使得這樣的三分法失去經驗意義，而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也逐

漸退出學術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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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1989 ~ 1991年「蘇東波」的巨變後存續下來的共產國家展現了極為

強韌的生命力與發展力，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更準確地說是再起），從根本上

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並且導引出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反制。4中國及其發展模

式顯然是必須要被仔細研究的。此時便出現了兩個策略：一個是將中國視為一

個獨特的案例，以區域研究的方法來詳細研究它；一個是將中國當作是一個大

型的威權主義國家，而將其政治視為一種威權政治的型態，並且和其他的威權

主義國家一起檢視，這是政治學中比較政治的研究。這兩種策略自然有其不同

之處，但是卻都沒有看到早期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成果，也忽略了在今日透過

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眼光與經驗分析所可能獲得的識見。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檢視與中國政治研究相關的各家理論，包括比

較共產主義中的極權與後極權理論、後共與轉型研究、中國政治的國別研究，

與比較威權主義。這些理論被納入討論的範圍，是從理解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

角度出發，而其意義也是在這一點上被評量。本文期待藉由觀察長期理論與現

實政治的發展，尋覓最有效的理論工具，來解答中共政權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

展，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在過去理論研究經常落於形勢變遷之後，

流於解釋已經發生的歷史，而無法關注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趨勢與未來可能出現

的巨變。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一開始過於強調其集體性（作為共產集團的一

員），其後又相反地強調其特異性（中國國別研究），或是其一般性（威權政

治），而忽視了其區域性（現有共產政權集中於東亞區域）與貫時性（與歷史

共產主義國家的可比性與理論的共通性）。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

論眼光，將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的理解與未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由於

本文所探討的焦點，是解釋中共政權總體穩定性的理論，因此不會特別討論個

別的政策領域，包括經濟改革。5

貳、比較共產主義的出現與演化

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是隨著共產國家集團在二次大戰後的出現而逐漸興

起的，其主要的動因便是共產主義的體制在全球的大幅擴張，遠遠超越了戰前

蘇聯的範圍，因而使得比較研究成為可能與必須 (Tucker, 1967: 242)。當時雖

4 王賡武認為，當今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第四次的興起，前三次是秦漢、隋唐，與明清的

盛世 (Wang, 2004)。既然是再興 (resurgence)，自然與單純的興起 (rise) 有所不同，而有其

歷史的意義（吳玉山，2018）。
5 經濟改革自然是與中共政權的總體發展密切相關的，不過二者間複雜的關聯不是本研究

所關注的主題，而需要另外詳加探討。參閱吳玉山（2007）、Hsu, Wu, & Zh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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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眾多的共產主義國家均有不同的國別研究，例如Merle Fainsod (1963) 的

名著 How Russia is Ruled是針對蘇聯，而Franz H. Schurmann (1966) 的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則是針對中國，但是這些著作都受到當時

流行的「極權主義」典範的影響，而極權主義可以說是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

中最早興起的理論途徑。如眾所知，當Carl J. Friedrich &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56) 發展極權主義理論的時候，他們的研究對象除了共產主義政權之外，還

包括了納粹與法西斯，因此並非是為了進行比較共產主義研究而量身訂做的。

依據Friedrich & Brzezinski的定義，極權主義是一種將權力的掌握無限集中，而

將權力的運用無限擴張的統治型態，其實就是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完全對立

面。極權主義的統治機制包括指導性的意識形態、單一的群眾政黨、獨裁的領

袖、恐怖統治、對武力與通訊的全面壟斷，以及中央計畫經濟。凡是符合此種

結構特徵的，便屬於極權主義。在經典的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中，Friedrich & Brzezinski抽繹出極權主義政府的統治型態而加以分析，因此具

有一定的抽象性與結構性，使其非常適合用來進行跨國，甚至跨體系的比較分

析。在上述Fainsod & Schurmann的著作當中，我們便可清晰地見到極權主義典

範的身影。Friedrich & Brzezinski的極權主義研究自有其缺點，包括反映冷戰的

對抗思維、無法區辨極左與極右的運動政權，以及缺乏對於體系內部可能出現

政治變動的體認等，其中最後一點至為關鍵。由於專注於制度面，而缺少對於

極權主義動因的分析，因而此類理論所提供的猶如一張被凍結的畫面，不知其

從何而來，也不知其將如何而去。由Hannah Arendt (1951) 所代表的另一系列

極權主義理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此類政體產生的根源，算是提供了動

因的分析，但還是缺乏一般性的動態理論。因此當共產政權開始逐漸分途演化

後，極權主義典範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然而，極權主義所提示的統治模式始

終是日後新興理論的參照點。即使是對極權主義最強力的批評者，也是以這個

典範所搭建的框架做為起始點。從這個意義而言，極權主義在比較共產主義研

究中的意義有如現代化理論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

第一個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重大挑戰是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領導

人與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的過世。當時所有的共產政

權都出現了「小史達林們」，包括中國的毛澤東，並且採取了蘇聯式的發展策

略。在制度、結構與政策上，所有的共產主義政權都展現了驚人的相似性 (G. 

Breslauer, 2020: YouTube)。於是當後史達林的蘇聯開始調整領袖與黨的關係（從

個人崇拜到集體領導），以及黨國與社會的關係（從全面改造到去恐怖統治與一

定程度的制度化）之時，對整個共產世界就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有些共產國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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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維持史達林模式，甚至激進化，有些則隨著蘇聯進入了減壓與制度化的下一

個發展階段；有些國家與蘇聯維持緊密的扈從關係，有些則與蘇聯大起齟齬，甚

至兵戎相見。當然也有試圖走出共產體制，但遭到蘇聯與其他集團國家的強力鎮

壓（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對此種分殊化的發展，比較

共產主義就產生了一些相適應的理論，而逐漸走出了極權主義的典範。

在史達林時代之後，中蘇共出現了不同的發展趨勢，中共是激進化下菁英

分裂，蘇聯則是先有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的改革，而後又有布里茲涅

夫 (Leonid Brezhnev) 的重新保守化 (neo-traditionalization)。蘇聯政治發展的這

兩個階段雖有不同，但均維持了體系的完整、去恐怖統治，與實現了一定程度

的制度化，而與中共在毛澤東後期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中蘇共的分途發展，

使得比較共產主義的經驗事例產生了重大的分歧。面對著中共文革後的持續激

進化與菁英分裂，乃出現了各種菁英分歧模式，而以派系政治為主（如Nathan, 
1973）；另一方面，反映著蘇共在改革與保守兩條路線之間的轉移，又產生了

一系列的後極權主義模式（例如Kassof, 1964; Meyer, 1964）。Ken Jowitt對於這

兩大共產主義國家的分途發展，更提出了列寧主義政權組織型態演化的三階段

說。此說認為共黨如果能夠建立政權，則必然會走過「改造」(transformation)、
「鞏固」(consolidation) 與「容納」(inclusion) 的三個演化階段。6中共在毛澤東

時期是持續存在於高極權主義的「鞏固」階段，而蘇共的改革與保守路線則是

在「容納」階段中的兩種變異 (Jowitt, 1974, 1975, 1983, 1993)，這樣就把中蘇共

的兩類發展樣態用同一個組織演化理論加以含括了。這個理論也可以推廣到其

他的共產政權，而將它們理解為處於不同的演化階段，例如北韓就如中共一樣

是處於高極權主義的鞏固階段，而大部分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則是追隨蘇聯進

入了下一個較為包容的發展階段。總體而言，後史達林時期的中蘇共分途發展

挑戰了極權主義理論，但是只要共黨政權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型態，則極權主

義的模式還是可以在加以修正後大體適用 (Odom, 1992)。

後史達林時期共產政權的分途發展（特別是中共文革的展開與中蘇共衝突

的加劇）對於比較共產主義產生了強大的刺激效果。往昔學者雖然意識到共產

世界已經大幅擴張，因此需要從俄羅斯與蘇聯研究中走出去，但是由於各個共

6 根據 Ken Jowitt 的看法，在轉型的階段，列寧主義政權的任務是肅清反側，求取軍事和

政治上的勝利。在鞏固階段，由於社會已經臣服，卻尚未被從文化與意識形態上所徹底

改造，因此必須加以隔絕與鎮壓。到了容納階段，由於社會已經被改造成功，因此可以

被政權所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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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政權的體制相近，因此缺乏足夠的差異性以供比較。然而到了中蘇分途發展

之後，比較共產主義就正式躍上學術舞臺，並且自我意識到已經超越了區域研

究，而成為比較政治與社會科學的一支 (Tucker, 1967)。7因此，在戰後的1950年
代，雖然已經有了比較共產主義之實，並且出現了極權主義的研究典範，但是

比較共產主義之名卻並未正式出現；但到了中蘇共分途發展，以及中蘇關係益

趨緊張之後，比較共產主義的名實都逐漸建立發展。該領域的重要期刊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也在1969年出刊，標誌著一個學術時代的開始。8

中蘇共的分途發展，挑戰了極權主義模式，也刺激了比較共產主義的發

展。到了毛澤東過世後，經歷了華國鋒的過渡階段，中國大陸迎來了鄧小平下

改革開放的風潮，這似乎揭示了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與蘇聯相同的發展方

向：去恐怖統治、去個人崇拜、淡化意識形態、重視物質與科技、強調理性治

國，並推動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中共的「滯後」與「跟上」被認為是無可避免

的。這對Jowitt來說是列寧主義政權的自然演化，也帶有新韋伯主義「卡理斯

瑪」 (charismatic) 常態化的意義。而對於早就預測共產政權為了國家發展的目標

一定會淡化其烏托邦理想的Richard Lowenthal而言，中共的演化更是勢所必然，

無可避免 (Lowenthal, 1970, 1974, 1983)。

由於極權主義模式缺乏對於體系變動的討論，因此不論是史達林死後中蘇

共的分途發展，或是毛澤東死後中共走向改革開放，都沒有辦法從原有的理論

框架中尋求解釋，而必須另闢途徑。Jowitt的組織型態演化說是遵循新韋伯主義

的典範，而Lowenthal的「發展 vs. 烏托邦」論則是帶有現代化理論的痕跡，揭

7 1960年代是比較共產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其基礎便是共產體制已經擴張到全球，而又已經

展現足夠的差異性，也就是異同均充足。在這個階段的經典之作如Zbigniew Brzezinski (1960) 
的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Richard V. Burks (1961) 的The Dynamics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halmers A. Johnson (1962) 的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A. Doak Barnett (1964) 的Communist Strategies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ments and Parties、Robert A. Scalapino (1969) 的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與 Donald Treadgold (1970) 的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從這些重要的著作中可以發現，比較共產主義有一個內在的限

制，就是如果要對中蘇共這兩個主要的經驗事例進行比較，則對一般的西方學者而言，需

要跨越兩個頗高的語言與文化門檻。因此絕大多數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都是集中於歐洲，

或是亞洲內的各自比較，而較少有跨洲、特別是中蘇共的比較。一些例外的跨洲比較因而

更顯珍貴，例如 Johnson (1962) 對於中共與南斯拉夫共黨的比較、Treadgold (1970) 的中蘇

共比較，Thomas P. Bernstein (1984) 對於中蘇農業集體化的比較等。
8 該期刊最早時稱 Communist Affairs (1962 ~ 1968)，之後隨著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發展而更

名為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969 ~ 1992)，一共出刊了 24 年（第 2 ~ 25 卷），

在比較共產主義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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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代化與發展必然帶來體系的轉變。這兩種理論在解釋中蘇共的分途發展，

與補足早期極權主義理論缺乏體系變動的解釋機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這

兩者也都沒有提及跨出列寧主義體系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比較共產主義理論界

的一個普遍的現象。當共產政權逐漸穩固，並在全球鋪展開來之後，比較共產

主義的研究重心很自然地集中於體系的運作，而不是推敲體系可能轉變的條件

或崩解的可能。

參、比較共產主義的危機

1979 ~ 1989年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輝煌時期。此時絕大多數的共產主義國

家，特別是蘇聯與中共這兩個領頭的共產政權，都脫離了高極權主義、恐怖主

義、個人崇拜，與意識形態掛帥，而追求現代化與物質發展。在經濟改革的領

域，中國大陸後發先至，無論是市場化或是所有制改革都超越蘇聯與東歐，逐

漸走上了東亞發展國家的道路。不過無論在經濟改革的政策上是否有所差異，

絕大多數的共黨政權都維持了一黨專政，同時處於類似的發展階段，因而彼此

間具有高度的可比性。

到了1980年代末期，蘇聯已經存在了70年，其他在二戰後出現的共黨政權

也已經成立了40年。共產集團與西方國家的長期對立，以及國際上的兩極體系

和冷戰格局似乎都成為不可動搖的結構。比較共產主義研究「對方陣營」，也

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然而比較共產主義對於共產政權的動力

學仍然缺乏深入的探究，而僅是假設此類政體具有極高的社會控制能力，因此

其經濟政策或可能轉變，但體制的韌性則不會變動。在1980年代末比較共產主

義對於自身的檢視當中，看到的通常是一些枝節的議題，例如共產世界已經進

一步地擴張，因此原先以蘇聯經驗為主的理論框架應該更為多元化 (S. White, 
1987: 209)，而看不到對於共黨體系本身存續可能性的討論 (Cox, 2008: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因此當1989年巨變出現的時候，整個學科領域

猝不及防，無法提供預測與解釋，而顯現整體失能的狀態。

比較共產主義的問題，其實出現在許多學科領域當中。知識被一再地細碎

分化，歸屬於彼此難以相通的領域；研究者被鼓勵接受一套議題與方法上的假

設，並以此為基礎追求專精；於是為了厚度而犧牲廣度，無法思考大的問題。

共產政權的存在，就是比較共產主義的學科預設，是一切細化研究的基礎，其

本身不是討論的對象 (Cox, 2008: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由於此

一原因，比較共產主義無法處理共產政權的崩潰問題，也就是無法處理本身研

究對象的消滅。當蘇聯解體、歐洲共產政權逐一崩潰之時，比較共產主義也面

臨了自身存亡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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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 ~ 1992年間，歐洲的共產國家逐一崩解，這包括蘇聯、波蘭、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

非洲許多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再存在，或移除其意識

形態標誌，例如南葉門、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莫三比克、安哥拉等。至於在

柬埔寨與阿富汗的共產政權則是在戰爭中殞滅。時至今日，仍然可以稱為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共產政權僅存在於中國大陸、北朝鮮、越南、寮國與古巴等五

國。這與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的共產主義全盛時代相比，不啻天壤之別。9

在共產政權大多消亡，後共國家經歷劇烈的政治與經濟轉型之際，比較共

產主義就轉化成後共研究，或是轉型研究。10然而不論是後共或是轉型都不是可

大可久的研究領域。後共僅是代表一定的制度遺緒，隨著時間其意義自然逐漸

消減；而制度轉型固然風行一時，但是制度的變遷總有終點。11這些國家就政治

而言，乃逐漸納入新興民主國家 (nascent democracies)；就經濟而言，則許多成

為新興市場經濟體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當然一些國家在政治上處於民

主與威權之間（例如競爭性的威權體制），或在經濟上採行國家資本主義，並

沒有轉型成接近西方的類型，因此後共國家在政經制度上呈現了多種樣貌，也

會變動不居。

後共研究與轉型研究並不是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前者為其遺緒，後者則

有更廣泛的經驗指涉。12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由於現今的實例僅剩下五個國家，

因此難以為繼，便逐漸退出學術舞臺。而即使是這幾個少數的殘存者，其未來

的命運也被認為是極為黯淡，不是被預言為將要衰敗崩解，就是會出現政權轉

移。天安門的強力鎮壓與歐洲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面崩解更強化了這種論述，例如

Michael (1990)、Myers (1990)、Domes (1990)、齊墨（1991）、G. White (1993)。

9 根據 G. Breslauer (2020: YouTube) 的計算，在極盛時期，全球共有 16 個共產主義政權，

其中 9 個在歐洲，6 個在亞洲（中國、北朝鮮、越南、寮國、柬埔寨、蒙古），1 個在加

勒比海（古巴）。八九巨變之後，所有的歐洲共產主義政權全數崩潰，亞洲的柬埔寨與

蒙古也經歷了非共化，因此僅存的共產主義國家便剩下 5 個。
10 這樣的發展可以從研究比較共產主義的旗艦學術刊物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更改名稱上看出來。該期刊在出刊了 24 年 (1969 ~ 1992) 之後，從 1993 年 (Vol. 26) 開始，

反映著大批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轉型，將其名稱改為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迄今。

11 就經濟轉型而言，究竟應該採取「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 或是「漸進改革」(gradualism) 
曾經引起極大的爭議。不過隨著經改或快或慢地進行，這類的爭議也就逐漸淡去。參見

吳玉山 （1996）。
12 「轉型學」(transitology) 一般而言被認為起於 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C. Schmitter

對於南歐與拉丁美洲政治轉型的開創性研究，其後在東歐與前蘇聯的民主化則為轉型學

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經驗事例 (O’Donnel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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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研究與比較威權主義

在1990年代，學術界充滿了福山式的樂觀期待，認為自由主義的思想與

制度將光耀普世，而「全球化」的現象似乎也驗證了此一宏大的潮流勢不可擋 

(Fukuyama, 1992)。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對於「第三波民主」的論

述更將焦點集中於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鞏固，帶動了大規模民主研究的風潮。共產

政權的相繼倒臺被認為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此種樂觀的期待雖然在日後被文

明與族群衝突的警示所沖淡 (Huntington, 1998)，也被強調制度選擇至關重要的學

者所質疑 (Lijphart, 2000)，但是總體的樂觀自由主義氛圍並沒有改變。其原因就

是冷戰已經結束，共產主義已經被打倒，美國具有全球的單極優勢，是無可置疑

的自由主義霸主，西方的制度與理念也因而具有最高的正當性與擴張力。

然而共產主義國家並沒有滅絕，他們在既有的政治制度下持續發展。此時

由於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已經逐漸退出學術主流，因此對於現存共產政權的研

究就出現兩個發展的趨勢：一是往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展（如上所述），一是往

比較威權研究發展；前者比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更為分殊細化，而以各國

為對象，後者則更為一般化，因此是兩個方向相反的發展趨勢。又因為中國是

現存共產政權之首，而且國力不斷增長，受到學界、政界與一般大眾的關注，

因此中國區域研究與納入中國事例的威權主義比較研究乃大行其道。

對於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研究在理論的層次是被含括在比較共產主義的

框架之內，但又有很強的國別與區域色彩，並在蘇東共產政權崩解與比較共產

主義的研究消逝後更加強勢興起。中國研究一開始受到極權主義模式很大的影

響，而後又被文革的經驗所型塑，這就是Harry Harding (1984b) 所謂的第一代與

第二代的中國研究學者。文革使得中蘇共分途發展，也使得中國研究開始探究

文化與心理等非制度性因素（例如Pye, 1981, 1992），而與強調制度的極權主義

有明顯的不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自然是相同的制度環境（極權主義體制）

無法解釋實際政治中的巨大差距（中蘇共的不同經驗）。由於文革時菁英分裂

與派系政治的現象極為突出，因此派系鬥爭途徑在中國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

的地位 (Nathan, 1973)。13各種「關係」也是特別受到重視的一塊，被認為構成

13 在臺灣的中共研究學界傳統上便是以派系鬥爭模式來看待中共政治，而累積了相當的成

果。此與共同的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的親身經歷有相當大的關聯。參見郭華倫（1989）的

巨著《中共史論》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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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 的基礎 (Dittmer, 1978)，而且不僅對於權力

鬥爭產生影響，也決定了日後經濟改革的路徑 (Dittmer & Wu, 1995)。關係的性

質有多種，家族、學校、工作經驗等五同關係都可以成為關係的基礎 (Whitson, 
1969)。不過此種關係、派系與非正式政治的現象並不僅限於中國，而是被認為

普遍存在東亞地區 (Dittmer, Fukui, & Lee, 2000)。

雖然有這些區域與文化心理的因素，以及派系的顯著現象，但是此類的研

究途徑所解釋的，不過是一種菁英分裂的現象。除了派系之外，菁英也可能依

世代、地緣、官僚機構、意識形態，或政策偏好等因素而分裂，並構成權力與

決策的競逐者 (Harding, 1984a; K. Lieberthal & Oksenberg, 1988; Solinger, 1993)。
依照競逐者的目標是關乎個別或全體利益，以及彼此是否沿著正式的邊界劃

分，可以歸納出官僚政治、獨立王國、意見團體與派系等多種菁英競爭模式 
(Dittmer & Wu, 1995: 479)。無論是哪種模式，所強調的都是菁英內部不是鐵板

一塊，而是在決策過程中相互競爭的。李侃如 (Kenneth G. Lieberthal, 1992) 的
「碎裂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便將此種決策的情況以理論

概念加以捕捉，而獲得很大的迴響。不過由於「碎裂化威權主義」僅著重於菁

英內部的多元化，而較少提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似乎仍然維持著早期極

權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僅是菁英決策的被動接受者，本身全無能動性，因此

遂有Andrew Mertha (2009) 提出「碎裂化威權主義2.0」的觀點，強調社會行為

者在政策過程中的能動性，這等於是把多元化從菁英內部向社會方向延展，因

而更進一步地鬆動了極權主義的假設。然而黨國究竟是如何將社會行為者納入

政策過程當中而又不至於影響到本身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呢？「諮詢性威權主

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可說是成功地捕捉了這種特殊的關係 (He & 
Thøgersen, 2010; Teets, 2013; Truex, 2017)。14總體而言，中國政治的研究自從

文革以降，就比較強調菁英的多元性（包括派系及其他的菁英分裂與競爭模

式），也不斷探索官民調和的可能性（包括與社會和解及放鬆的一些後極權特

徵）。這樣的趨勢，到了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共產政權解體之後仍然持續，成為

第三代中國研究學者的一個特色 (Harding, 1984a; Perry, 1994)。

從菁英分化到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的思路（也就是從碎裂化威權主義1.0到

14 關於中共的威權體制如何藉著各種機制以獲得人民的接受，除了「諮詢性威權主義」，尚

有強調後發工業化、國家效能與社會主義遺緒的「接受威權」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之說 (T. Wright, 2010)，與指出地方政府經常透過與民眾「討價還價」的「談判威權主義」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之說 (Lee & Zhang, 20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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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與諮詢性威權主義），其實在早期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中就有清楚的展

現。在後史達林時期，蘇聯逐漸轉化成集體領導，菁英內部出現分化，形成利益

集團 (Skilling, 1966; Skilling & Griffiths, 1971)。恩庇侍從關係與派系政治在蘇聯與

東歐也是非常明顯的現象，特別是在布里茲涅夫的時代，並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主

題 (Willerton, 1987)。黨國對於社會也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不再視為要予以改造

的對象 (Jowitt, 1975)。當時多位自由派的學者認為蘇聯的內部已經出現了多元化

的趨勢，而與早期的極權主義大相逕庭 (G. W. Breslauer, 1982; Cohen, 1985; Hough 

& Fainsod, 1979)。因此共黨國家統治菁英內部的一些多元競爭，以及國家與社會

關係的一些鬆動，是完全處於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系絡當中的。

蘇聯解體後的中國研究，除了持續強調派系與後極權的特色之外，又往制度

化的方向發展。制度化強調的是老人政治影響力的降低、各級幹部進用規則的明

確化（包括年齡與任期的限制）、集體領導分工與運作規律的出現等（寇健文，

2010）。這似乎是具有高度「中國特色」的。制度化是從鄧小平時期開始奠定基

礎，但是同時又出現了老人政治的現象，可以說是多重傾向並存。到了江澤民的

時期，制度化逐漸穩固，而在胡錦濤時期達到最高峰，成為一種普遍的規範，並

且逐漸約束到黨國的最高領導層級 (Bachman, 1992, 2001; Z. Bo, 2004; Wu, 1997, 

2004)。同時，集體領導的趨勢也已經形成，鄧小平之後中共似乎已經不再出現

強人 (Z.-Y. Bo, 2005)。不過由於威權體制內部的制度化缺乏社會的約制，領導階

層的強制退休與其利益相抵觸，而最高領導人也不免有集中權力的傾向，因此制

度化能否持續始終是難以確定的 (Shirk, 2001; Wu, 2015)。果不其然，在習近平依

照既有的制度化規則接任總書記之後，任期與年齡限制便開始鬆動，而集體領導

也逐漸走向總書記大權獨攬，制度化乃出現逆轉的趨勢。

從中共制度化的歷程來看，此一現象的轉折畢竟還是出現在列寧式的黨國

體制之內。一方面可能出現狂飆的革命政治，一切規律均被打破，而至高領袖掌

控一切；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現穩固的集體領導，所有幹部的升遷調任都依據一定

的既有規則，連最高領導階層也不例外。一個共黨體系可能游移在這兩個極端之

間，但卻無法超越。所以即使是史達林或毛澤東也無法超越黨而建立個人獨裁，

而不論是布里茲涅夫或是胡錦濤也不會容許建立規律性的多黨競爭機制，以致於

影響到共黨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共黨政權在制度化的尺標上所可能移動的範

圍，畢竟還是被政權本身的性質所決定。這就使得制度化仍然是比較共產主義的

議題，適合以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與角度來進行探索，以獲得更廣泛的經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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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歷史或跨域的），與進入更深入的理論層次。這也代表著，中國政治的

區域研究可以從比較共產主義獲得更廣與更深的發展空間。

晚近在中國研究中出現了對於學習型列寧主義政黨與黨國控制機制（特別

是信息方面）的深化研究。前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索中共體制的運作與對社

會的回應與控制（例如Tsai [2016]、Tsai & Dean [2013]、Tsai & Kou [2015]），後

者則透過大數據的耙梳來呈現中共如何藉著網路控制來進行意見導向與言論審

查 (King, Pan, & Roberts, 2013, 2014, 2017)。無論是學習型列寧主義，或是網路控

制，都是在探索新型的黨國與社會關係，並且著重於控制機制的部分，這與極權

主義典範中所強調的國家控制手段（武力、信息、經濟）是完全相符的。

蘇東巨變後反映著比較共產主義的式微，對於現存共產政權的研究或是往

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展，或是往比較威權研究發展。就後者而言，把中國視為一個

威權主義國家，並與比較政治和比較威權研究對話，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在

此關鍵的連結是「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2003) 在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論文“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中，將中共的制度化與威權韌性連結起來，其實便是將中國研究與比

較威權研究連結起來。15比較威權研究在早期較為偏重類型學與傳統制度層面 
(Linz, 2000)，後期則加入了理性抉擇的視角，強調獨裁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策略

互動。威權政體的制度化程度被認為是決定其存續能力的重要條件，而「籠絡」 
(cooptation) 則是制度化的重要意義 (Gandhi & Przeworski, 2006, 2007; Magaloni, 
2008)。制度化分析的焦點經常是威權主義的立法機構與政黨，以及此類機構對

於政權的韌性與存續所代表的意義 (Gandhi, 2008; Kim & Gandhi, 2010)。此外，也

有研究者強調強力機構與信息所扮演的角色 (Way, 2005)。由於失去了比較共產主

義的理論依托，中國就被納入比較威權的框架中加以檢視，重點是發掘導致威權

韌性與威權持續的因素（例如Lü, Liu, & Li [2020]）。比較威權一般先由預設推

演出理論模型，然後採用大數據的經驗資料來加以檢證。研究的結果通常會指出

一黨式的威權主義政權具有較高的存活率，這就使得共黨政權（特別是中國）又

從大量的經驗事例中被突顯出來。顯然地，共黨政權不是一般的威權主義政權，

15 黎安友認為中共在四個領域的制度化有利於其威權韌性：第一，政治繼承遵從一定的規範；

第二，以才能作為拔擢政治菁英的標準；第三，組織的分殊化與功能的專業化；第四，建

立政治參與的管道以增加中共的政權合法性 (Nathan, 2003)。就其內容而言，完全是在中共

政治的傳統範圍之內，但是其框構 (framing) 卻是將中共政治與比較威權研究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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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黨體制僅僅視為威權體制之一將會遺落其重要的制度特徵，而無法深化對於

此類政權，特別是共產中國的理解。

試圖對所有的威權政體做一般化的理解是困難的，其根本原因是威權政體

是民主政體的剩餘概念 (residual category)，是不符合民主制度標準的各種政治

制度的總和，其異質性非常高。特別是如果還加上介於威權與民主之間的「競

爭性威權體制」，則各種威權與准威權的政體更是種類繁多，其運作模式各異 

(Levitsky & Way, 2010)。早期對於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政權是強調其區別的（例

如Kirkpatrick [1983]），然而隨著蘇東共產政權崩潰與比較共產主義研究式微，

現存共產政權也被歸入威權政體。於是共產體系的特異性消失，而中國也僅是

一個特大的威權國家。由於與其他的威權國家列入同一個範疇（而僅是在衡量

民主與自由的大型資料庫中的分數有所不同），因此共黨體系的特徵便無法獲

得足夠的重視，這是過度一般化所導致的問題。

如果中國區域研究與將中國納入比較威權研究都有其侷限，區域研究失之

過窄，而比較威權失之過寬，那麼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者而言，是不是還有其

他的選項呢？

伍、喚回比較共產主義

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析，必然要從現今的共黨體制出發，來討論其穩定

與存續的展望。因此一切討論的起點，自然就是今日中國的政體，也就是列寧

主義的黨國體制。這既不能窄化成是中國獨特的制度（因為在歷史與現實中許

多其他的國家均具有此種政體），也不能概括為威權體制（因為那樣做會漏失

了此一體系的核心特徵），而必須加以據實檢視。比較共產主義在層次上處於

中國區域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之間，恰巧屬於最適當的中間階層 (meso-level) 研

究路徑，因此具有很大的學術意義。

比較共產主義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在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

與關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就前者而言，比較共產主義

最初的研究典範是極權主義模式，它提供了一個極權體制的理念型框架，使得

我們能夠理解在人類社會的科技與組織能力到達一定程度後，政治權力可以集

中與延伸的極致。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一個參照點，使得我們得以將不同的

黨國體制加以定位，估量它們與理想點之間的距離、政治變遷的幅度，與彼此

間的差距。初期的極權主義論述最大的缺陷是未將其視為一個理念型的框架，

而是當成不變的實際政治情境，因此當後史達林時期各國共黨體制開始分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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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後，第一代的極權主義理論便顯得落後於形勢，並且暴露出其缺乏對於變

動的解釋機制。然而接續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卻在放寬了極權主義的僵固假設

後，仍然持續沿著極權主義所指出的幾個核心變項進行探索，以含括後史達林

時代共黨政權的各種變遷。從這個意義來說，整個比較共產主義都是在和極權

主義進行對話的。

由極權主義所點出，而由其後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所持續關注的核心變項

是：第一，黨內權力集中於最高領袖的程度，第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與第

三，黨國控制（包括驅動與回應）社會的程度。各種分析蘇聯路徑的後極權主

義模式所強調的便是集體領導、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但受制於新傳統主義），

與從「鞏固」到「容納」的組織演化階段，這分別就是對應著權力集中、制度

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的三個核心變項。而分析中共政治發展的各種菁英分歧模

式，包括最占優勢的派系鬥爭模式，同樣是強調在核心變項上的發展（毛掛帥

到派系鬥爭、反制度化、高度動員的政治運動與維持「鞏固」階段），而與蘇

聯的發展有極大的不同。由於出現了中蘇共的制度與權力鬥爭，並在核心變項

上展現了明顯差異，因此促進了比較共產主義的快速發展。其後中國大陸進入

改革開放的時代，開始與蘇共合流，在若干改革方向上甚且超越。這也表現在

鄧小平時期及其後的去權力集中、開始制度化（但受制於老人政治），與全面

地改變黨國與社會的關係。比較共產主義的新韋伯與新現代化理論都預示到中

共的「歸隊」現象，也就是從「鞏固」走向「容納」，從「烏托邦」走向「發

展」。

在蘇東巨變之後，對於仍然存續的共黨政權研究走向了區域國別與比較威權

的兩條路徑。就前者而言，主要自然是中國研究。在此仍然是沿著比較共產主義

的三個核心變項來進行探索，並以此衡量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其中「關

係」、「派系」、「非正式政治」、「碎裂化威權主義」等都是探討黨國體系內

權力集中的程度，而「碎裂化威權主義2.0」、「諮詢性威權主義」等則是延伸

到黨國與社會的關係。就學習型列寧主義政黨與黨國信息控制機制的深化研究而

言，同樣是探討黨國社會關係，但重點則是在中共如何維持與發展了社會控制的

機制，因而能夠維持政權穩定。在中國研究中，最有意義的是有關於制度化的探

討，並在此與比較威權研究產生了連結。中共的制度化在改革開放後逐步發展，

雖然在鄧小平時期仍然受到老人政治的影響，而在江澤民時期仍然無法拘束到最

高領導人，卻還是次第完善，而在胡錦濤時期達到高峰，但近期又在習近平主政

後出現逆轉。這樣的上下波動，一方面呈現中共在制度化的面向上並非線性發

展，一方面又展現在共黨體制中制度化的範圍與極限。總體而言，不論是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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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制度化，或是在黨國與社會的關係上，後八九時期的中國研究仍然是在處

理比較共產主義的核心變項，並處於其理論範疇之內。

在中國政治的相關研究當中，與比較共產主義交集較為有限的是比較威

權研究。由於理論的源起與主要的經驗事例並非共黨政權，因此其所關注的焦

點經常是威權政體與有限的反對勢力在部分開放的代表機構中的互動，以及

此種政治型態對於經濟表現與威權存續所帶來的影響 (Levitsky & Way, 2010; J. 
Wright, 2008; Pepinsky, 2014)。中共與其他的共黨政權並非此類政體，充其量僅

能視為比較威權研究的極端案例。將中國納入這一類的研究框架，雖然對於比

較威權增加涵蓋面有其意義，但是較無法深化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在這裡最

為關鍵的是比較共產主義的核心關懷是共黨的角色與地位、作用與影響，而在

比較威權主義的分析當中，並沒有這種對於共黨的認識與著重。

總體而言，比較共產主義藉著對於共產政權數十年的研析，得以提供對於

此類政權是否穩定、如何發展的有效理論框架與關鍵變項，而將焦點集中於黨

內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等三個面向，今日對中國政治穩定的研

究也大體圍繞著這三個主軸。不過這個框架是針對共產政權的常態研究，也就

是在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下，黨內權力可以在一人絕對獨裁與集體領導／菁

英分裂競爭的狀態間移動，制度化可以在打破一切既有規律與全黨（包括最高

領導人）服從明文與非正式遊戲規則間轉移，而黨國社會權力關係可以在黨國

恣意介入動員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疇之間變動。然而無論一個共黨政權在這

三個面向上如何轉變，只要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基礎特徵不變，黨國體制

的框架就能夠維持。而共黨的權力壟斷則是根植於不存在獨立的反對黨、壟斷

政治參與，以及沒有競爭性的選舉。

一個成熟的共黨政權可以進行有序的集體領導、菁英的進用離退完全依

據既定規範，而黨國社會關係則允許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存在與運作，但在常

態之下，集體領導不會擴張成真正的黨內民主，人事任免不會忽視黨管幹部的

原則，而黨國也不會放棄對社會組織的全面滲透。最為重要的，是絕不會有獨

立的反對黨與具競爭性的選舉。如果以上的基本原則被破壞，共黨政權便有可

能喪失其壟斷權力的地位，體系轉變也將成為可能。因此，比較共產主義的視

角，讓我們看到兩種類型的變化：體系內變動與超體系的變動，而兩種變動都

是表現在黨內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等三個面向上。如果是在常

態性的變動範圍之內，而共黨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體系內的變

動；如果出現了常態範圍之外的變化，使得共黨失去了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

則出現的是超體系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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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共產主義在中國研究上的第二個意義，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

例。從蘇聯成立到歐共政權崩潰之間的70餘年間，共產世界提供了大量體系內

變動的案例；而蘇東巨變又帶來了同樣大量的超體系變動案例。數個巨變後存

續的共產政權（中國、越南、北朝鮮、寮國與古巴）也持續在創造經驗案例。

這樣豐富的案例資源是單純的中國研究所無法提供的（中共本身僅有數次體系

內變動）。另一方面，雖然比較威權研究有更大量的案例，但是這些案例的異

質性太大，與中國的共產政權並不共享定義性特徵 (defining features)，也無法在

三大主軸上進行比較。

在豐富案例的基礎上（包括歷史與現存），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可以針對兩

類議題進行研究設計，第一類議題是驅動黨國體系內變動的原因，第二類議題是

導致超體系變動的因素。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延伸出三個方向，一是中共政權本

身的歷時性變動；二是中共與其他現存共產政權的比較；三是所有共產政權（歷

史與現存）的比較。傳統上解釋後史達林時期發展的理論途徑，包括新韋伯的組

織型態變遷理論與新現代化理論，都有可能在此提供假說以供檢驗。不過傳統理

論未能關注在三個黨國體系的變遷主軸之上，因而需要進行調整。

就具體的議題而言，中共政權在習近平時代出現了反制度化的現象。這

讓我們關注在權力集中與黨國社會關係的面向上是否也出現了與過去相反的發

展。如果確實如此，即權力集中、反制度化與黨國加強管制社會是同步發生

的，則我們必須探究造成同步的原因為何。同步的方向是再極權化的，在中國

的環境中就是「再毛化」 (re-Maoization)。雖然當今的環境與毛的時代差距甚

大，然而就習近平的大權獨攬、打破任期限制，與對社會強化管制而言，的確

有回到過去的趨勢。因此，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為何出現體制內重大變動，

為何在三個面向上同步，以及為何變動的方向是再毛化。

這樣的問題可以藉著宏觀中共本身歷時性變動、比較其他現存共黨政權，

與比較所有共黨政權的幾個策略來解答（例如寇健文〔2000〕）。其中與現存

共黨政權，特別是與越南的比較，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權力集中、制度化與

黨國社會關係的三個面向上，越共與中共類似但亦有所不同。這包括四駕馬車

的頂層分權、類似的制度化安排，與吸納性較強的黨國社會關係。越共從胡志

明時代開始，就沒有毛澤東式的一言堂，而較為接近集體領導。此一傾向更因

為胡志明在越南統一前逝世而增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越南的北圻出總書

記、中圻出國家主席，而南圻則出總理，展現了地緣與歷史結合的特殊領導型

態（梁錦文，2006）。此種情況加上重量級人士在擔任國會主席時刻意強化其

權力基地（包括總書記農德孟與阮富仲），因此國會主席也成為頂層重要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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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職位。16頂層菁英的相互競爭曾導致在越共十二大之前總書記阮富仲與總理

阮晉勇彼此競爭、互不相讓，結果甚至在十二大時出現了二人競爭總書記之位

的局面。在制度化方面，越共有與中共類似的進用離退規律，但在屆期與年齡

限制的方面比較有彈性。而在黨國與社會關係方面，越南則展現了較為開放的

態度，這特別是表現在國會的角色上。越南的國會可以對於官員進行不信任投

票，並令官員去職，這在共黨國家是聞所未聞的。不過由於越南的體制是一黨

專政，因此國會的開放並不代表越共對於權力的壟斷有任何放鬆。17從中越共的

比較當中，可以看出亞洲共產政權在蘇東巨變後的發展，驗證與解釋三個政治

面向是否始終同步，與探索體制內變化的動因。18

中越共的比較在習近平與阮富仲時期產生了更大的意義。阮富仲在原國家

主席陳大光於2018年過世後以總書記兼任其職，打破了四駕馬車集體領導的慣

例，將權力集中起來。在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上，阮富仲又突破了1986年六大

以來的慣例，以76歲高齡第三次擔任總書記。阮富仲在掌權期間發起了聲勢浩

大的反貪腐運動，對黨政幹部施以嚴格的紀律與刑事處分，包括政治局委員、

胡志明市黨委書記等高級官員；也對社會上的異議分子進行鎮壓，以防止和平

演變。因此不論從權力集中、制度化，及黨國與社會關係來看，阮富仲時代的

越南都出現了向中共的模式靠攏的趨勢。究竟此一現象是暫時的，或反映了一

個結構的趨勢；是越南本身政治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習近平時期中共強大的

示範效應影響，都值得仔細探索。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於中共與越共這兩個高度

近似，卻又在特定點上明顯不同案例的跨時比較，可以抽繹出影響共黨政權體

系內變遷的原因，以深化對於中共政治的理解。19

16 農德孟是第九屆與第十屆的國會主席，卸任後當了十年的越共總書記 (2001 ~ 2011)；而

阮富仲是第十二屆的國會主席，卸任後接掌總書記之位迄今 (2011 ~ )。
17 越南並沒有除共黨外的其他合法政黨，黨外的意見與利益是靠「越南祖國陣線」這個超

級統戰機構來加以整合到黨國體系之內（例如決定民意機構的候選人），其他的政治組

織則全力打壓（梁錦文，2020：139-143）。所以，越南過去的表現類似以往東歐共黨國

家在 1980 年代所嘗試的「一黨多元主義」，也就是由共黨掌控一切，但允許黨內有不同

的聲音，甚至形成制度性的競爭，同時也藉著這樣的有限多元來滿足民間的要求。如果

以越南的國會並非橡皮圖章便認為有民主化的可能，則可能是一個過度的推論。事實上，

越南的民意機構捲入了高層的政治競爭，所以國會中的聲音是反映出集體領導內部的矛

盾，而非自由化的表現。
18 有關於中越共的比較，可參考吳玉山（1995，第五章）、Wu & Sun (1998)、Kerkvliet, 

Chan, & Unger (1998)、McCormick (1998)、Wu (2004)、吳安琪（2017）。
19 在目前僅存的五個共黨政權中，越共與中共最為相近。除了越南與中國在傳統上的歷史

文化淵源之外，越共與中共的發展過程也有許多相似性，兩者都在 20 到 30 年代建黨，

政治學報(71)-01 吳玉山.indd   18政治學報(71)-01 吳玉山.indd   18 2021/6/30   下午 02:53:372021/6/30   下午 02:53:37



 19 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

比較共產主義也可以研究共黨政權的超體系變動，在這裡最重要的案例

就是蘇東巨變後存續與崩潰的共黨政權。政權的崩潰便是超體系的變動，表示

共黨失去了對於權力的壟斷。明瞭超體系變動的原因，自然有助於理解與預判

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存續能力。在1989 ~ 1992年之間，歐洲的九個共黨政權全

數崩解，但是非歐的七個共黨政權卻有五個存續，並且其中有四個是在東亞。

是什麼原因造成此前盛極一時的共產世界逾半崩解，而亞洲的部分卻能逆勢存

在、持續發展？具體而言，為何蘇共崩解，而中共存續；或為何歐共崩解，而

亞共存續？蘇東巨變如同提供了一場全球性的巨型實驗，使具有同一體制的共

黨政權在同一時間受到強烈的衝擊，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從此一實驗中

抽繹出有關共黨政權超體系變動的因果關係，自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這就是

比較共產主義的擅場之處。

對巨變後歐亞共結局不同的諸般解釋當中，有討論文化因素者，有強調國

際影響者（包括地理與示範效應），有專注經濟社會者，有突出政權特質者，

也有採用過程途徑或危機途徑者。20由於案例頗為豐富，理論也頗為多元，因此

構成了比較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區塊。蘇東巨變之後，對於中國未來發

展的各種學術討論，幾皆不脫上述的理論範疇（例如Pei [2008, 2016]、林佳龍、

徐斯儉〔2003〕；黎安友著，何大明譯〔2007〕）。因此在研究中共百年後其

政權是否可能出現超體制變遷的可能性時，比較共產主義對於蘇東巨變後存續

與崩潰的共黨政權之研究，是一個必須探訪的理論資源。

綜合而言，共黨政權的統治基礎是保持三大關鍵變項在常態範圍內變動，

而不會超越邊界；一旦越界，共黨政權就會轉型為他種政治體系。黨國體系的

邊界是以共黨是否完全壟斷政治權力、掌控政治參與，以及不存在反對黨來決

定。以歷史的經驗來看，在蘇東巨變之前，共黨政權僅出現過體系內的變動，

最主要的便是從史達林式的最高領袖絕對獨裁、低制度化，與黨國高度侵入並

改造社會轉變為後史達林（或後極權）的集體領導、最高階層遵守制度規則，

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圍及參詢社會意見二者之間變動。在這兩個次類型（極

在 40 年代建立政權，在 80 年代左右實施了經濟漸進改革，在菁英政治都發展出一套有

跡可尋的規則，進入了制度化的階段，在權力轉移上，發展出一套政治菁英定期、規律、

和平交接的政治繼承機制。而其他僅存的共黨政權－北朝鮮、寮國、古巴－都尚未發展

出定期與規律的權力轉移機制，這是中越共黨與其他共黨政權最為不同之處（吳安琪，

2017）。
20 相關的文獻頗為豐富，有關於其文獻分析，參見吳玉山（1994，1995：第二章、第三章）

與 Wu (2001)。關於多途徑的分析，參見 Dimitrov (2013) 與 Saxonber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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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後極權）的內部，也可能發生較小範圍的轉變。歷史上跨體系的變動主要

是集中於1989 ~ 1991年間的蘇東巨變，那是表現在多國的共黨政權喪失了政治

壟斷權力、政治參與脫出其控制，及獨立自主的反對勢力出現並成功地挑戰了

黨國體制。以蘇聯的例子而言，史達林時期建立了極權主義的體系，在史達林

死後則進入了後極權的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時期。在這兩個後史達林的時期

都大大減低了最高領袖的獨裁權力，並走向集體領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制度

化（但到後期逐漸趨向僵固）；以及停止改造並開始吸納社會。這些體制的變

動帶來了一個超穩定的結構，並使得蘇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與美國長期競爭的

超級強國。但是體系的僵固使得其無法對抗美國在雷根主義下的強大壓力，而

催生了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改造」與「民主化」。戈巴契夫改革的特異

之處，在於以鬆動共黨政治壟斷的方式來動員社會，目的在擊敗其黨內保守派

的對手。此一激進舉動與戈巴契夫的黨內權力基礎不夠牢固有關，但是其影響

則是跨越了黨國體系的邊界，引發了蘇聯社會的多重危機，從而造成了整個體

系、包括蘇聯集團的最終崩潰。從蘇聯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共黨體系的

持續力、國際挑戰的重要性，與體系從上開始崩解的現象。一方面黨國體系有

內建的穩定性，一方面它還是可以發生超體系的變動。這兩個現象在使用比較

共產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今日存續的共產政權時都值得深入省思。

陸、結論

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是因為二戰後共產世界從蘇聯擴張到全球而興起，

其最具持久影響力的研究典範是極權主義，主要原因是它掌握了共產政權的核

心特徵。史達林死後中蘇共的分途發展對極權主義理論構成嚴重的挑戰，並且

突出了它缺乏對變動的解釋機制。不過中蘇共的制度分歧與相互交惡卻給比較

共產主義帶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為中蘇之間同樣的制度基礎與明顯的運作

差異提供了比較研究最有利的環境。1960年代成為比較共產主義發展極為重要

的時期，此一學科領域正式躍上學術舞臺，並且自我意識到已經超越了區域研

究，而成為比較政治與社會科學的一支。然而與許多學科研究一樣，比較共產

主義接受了一套議題與方法上的假設，並愈來愈專注於精細的議題，而將共產

政權的存在當作學科預設，因此無法處理共產政權的崩潰問題，也就是無法處

理本身研究對象的消滅。當蘇聯解體、歐洲共產政權逐一崩潰之時，比較共產

主義猝不及防，無法提供預測與解釋，而顯現整體失能的狀態，也因而面臨了

自身存亡的挑戰。蘇東巨變之後，由於共產世界的快速萎縮，比較共產主義失

去了經驗對象，而從比較政治的研究中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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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的研究失去了比較共產主義的依托，乃往兩個方向發展：一是

中國的區域研究，一是比較威權主義研究。前者比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更為分

殊細化，後者則更為一般化，因此是兩個相反的發展趨勢。不過，此二趨勢各

有其不足之處。由於今日中國的政體就是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因此對於中國

政治的研究便不能不從此出發。共黨體制既不能窄化成是中國獨特的制度（因

為在歷史與現實中許多其他的國家均具有此種政體），也不能概括為威權體制

（因為那樣做會漏失了此一體系的核心特徵），而必須加以據實檢視。比較共

產主義在層次上處於中國區域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之間，恰巧屬於最適當的中

間階層研究路徑，因此具有很大的研究利基。

比較共產主義的學術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與關

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就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而言，比

較共產主義研究所持續關注的核心變項是：第一、黨內權力集中於最高領袖的

程度，第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與第三、黨國控制（包括驅動與回應）社會

的程度。在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下，黨內權力可以在一人絕對獨裁與集體領

導／菁英分裂競爭的狀態間移動，制度化可以在打破一切既有規律與全黨（包

括最高領導人）服從明文與非正式遊戲規則間轉移，而黨國社會權力關係可以

在黨國恣意介入動員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疇之間變動。然而無論一個共黨政

權在這三個面向上如何轉變，只要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基礎特徵不變，黨

國體制的框架就能夠維持。而共黨的權力壟斷則是根植於不存在獨立的反對

黨，與不存在競爭性的選舉。如果變動是在常態性的範圍之內，而共黨維持政

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體系內的變動；如果產生了常態範圍之外的變化，

使得共黨失去了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超體系的變動。

就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而言，從蘇聯成立到歐共政權崩潰之間的70

餘年間，共產世界提供了大量體系內變動的案例；而蘇東巨變又帶來了同樣大

量的超體系變動案例。靠著這兩套經驗案例，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可以針對兩

類議題進行研究設計，第一類議題是驅動黨國體系內變動的原因，第二類議題

是導致超體系變動的因素。前者可以回答習近平時代「再毛化」的現象，與越

南的比較尤具意義；後者可以回答為何歐共崩解而亞共存續，並探討中共政權

的穩定性與存續能力。

今日的中共政權，展現出的是一個成熟的共黨體制，在1949年建立之後，

它通過了文革與蘇東巨變兩大考驗，而能持續發展，並正與美國競爭全球霸

權。這樣的一個政權要如何理解，顯然不能脫離將其與同體制的其他國家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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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進行比較，而這就是比較共產主義。今日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大陸所

出現的各種「再毛化」的現象，包括黨內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反制度

化、黨國對社會的加大控制，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中共體制的根源與傳統，明白

了體系內變動（三大關鍵變項在一定範圍內擺盪）的可能性與限制性，以及體

認到超體系變動的困難。越南共黨政權的類似發展，也讓我們感受到這是一種

東亞共產政權的體系現象，而不限於單一國家。因此透過體系與區域的觀點，

對於單一國家的發展，可以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至於如果要討論中共政權是否

有跨體系變動的可能性，則必須要認識到東亞共產政權的存續，是一個突出的

區域現象（歐洲的九個共黨政權已經全數崩解，在存續的五個共黨政權當中有

四個在東亞），這代表中共政權的存續不能僅視為一種中國現象（因為還有其

他的東亞共產政權持續發展），但是也不能夠視為一種共產體系的總體現象

（因為歐洲的共產政權都已經崩潰了）。因此，想要瞭解中共政權超體系變動

的可能性，便需要提出對於東亞的區域特性敏感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而透過

這種理論，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中共的政治穩定性。

在中共百年之際，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論眼光，無疑將對

於今日中國政治的掌握與未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當然，由於這裡探

索的標的是新的現象，而比較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是建立在過去的經驗事

例之上，因此如何使其得以捕捉中共政權的結構性特徵，而又能掌握中國大陸

快速變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局勢（特別是科技的急速發展），從而對於政權

的穩定性做出理解與推論是一個艱鉅的任務。然而分析現象必須掌握結構，理

解現實需要溯其根源，比較共產主義在此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重要

性在於充分地認識到共產黨在其所建立的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引領研究者

去探索這樣的體制在中國大陸與東亞地區所代表的意義。本文所提的概念框架

與三大關鍵變項，以及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只是喚回比較共產主義的第一

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深信此一研究議程具有其重大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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